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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态学研究前沿

朱永官 1,2,3，陈保冬 1,3，付伟 1,3

摘要 土壤生态学以土壤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以

及土壤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综述了土壤生态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介绍

了当下大尺度土壤微生物地理分布格局研究、土壤生物互作与土壤食物网、土壤生物组与土

壤健康和新型土壤污染等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土壤生态

学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和科学利用土壤生物资源，为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恢复退化生态系

统、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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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生态学的概念、内涵与研究意义

土壤圈是联系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

的纽带，是维系陆地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基础。

土壤中的生物类群复杂多样，数量庞大，不同的土

壤生物类群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营养级和食物网

关系，同时土壤生物也和土壤环境相互作用，从而

构成自然界中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土壤生态

系统。土壤生态学正是以土壤生态系统为研究对

象，探讨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以及土壤

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土壤生态学研究有

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881年，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就开创性地研究了蚯蚓活动对土

壤的发生、风化和有机质形成过程的影响，并发现

了蚯蚓活动对土壤肥力和植物生长具有重要作

用[1]。由于土壤中蕴藏着难以估量的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数量，同时土壤生物之间以及土壤生物和环境

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土壤生态学发展非常缓慢。近年来，随着研究

方法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土壤生态学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逐步成为现

代土壤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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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土壤生态学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土壤生

物多样性的发生、分布规律及其生态功能维持机

制，发掘和利用土壤生物资源，发展土壤生态调控

技术，从而为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恢复退化生态

系统，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技支撑。

2 土壤生态学主要研究方向与研究

内容

土壤生态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人们

对土壤生态学的研究兴趣主要源于农业生产活动，

但随着人们对土壤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知，土壤生

态学研究快速延伸到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的各个领

域，成为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的热点之一。如今，土

壤生态学的研究主要关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分布

模式和驱动机制，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和植物-
土壤反馈关系等，并在此基础上，聚焦土壤生物群

落在调节生态系统响应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中的

重要作用，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前沿

科学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从土壤生物地理学、土

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土壤生物与全

球变化和土壤污染与土壤健康等 4个方面介绍土

壤生态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

2.1 土壤生物地理学

土壤生物地理学研究是土壤生态学研究的核

心内容之一，主要关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时空分布

格局和维持机制。土壤生物，包括土壤细菌、真菌、

病毒、原生动物、节肢动物、蚯蚓和线虫等构成了地

球上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生物集群，发挥着重要的

生态功能[2]。开展土壤生物地理学研究，有助于我

们深刻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和维持机制，并

可据此预测土壤生物群落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响

应和反馈规律及其相关功能的演变方向[3]。土壤生

物地理学研究主要回答 2个关键科学问题：（1）土

壤生物的群落构建是否具有地理分布格局？（2）如

果土壤生物群落的构建存在地理分布格局，那么这

种空间变异是由当今环境因素（如光照、降水、温度

和土壤环境等），还是历史进化因素（地理距离、扩

散限制、历史偶然事件等）引起，或者两者兼而有

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土壤生物的丰度和多样

性在空间尺度上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具有明显

的地理分布格局[4]。例如，一项全球尺度的研究发

现表层土壤细菌的多样性在中纬度的温带地区最

高，而真菌的多样性则随着纬度的升高而降低。进

一步的研究发现，土壤细菌和真菌多样性的全球分

布分别与土壤 pH值和降水量高度相关，且细菌群

落与真菌群落总体表现出拮抗关系，表明环境过滤

作用和生态位分化共同决定了全球表层土壤微生

物的群落组成[5]。土壤生物群落的地理分布通常不

同于地上动植物群落的分布模式，例如在全球尺度

上土壤蚯蚓的多样性分布受到气候因素的强烈影

响，表现出在中纬度地区多样性和丰度最高，在热

带地区生物量最高的分布特征[6]。然而，当前对于

土壤生物群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机制还未能形成统

一认识，具体研究结果因研究尺度、生态系统类型

和土壤生物类群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总体而言，相较于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格局，我

们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格局的认识仍

然相对粗浅，还不能很好地回答以上 2个科学问

题，且现有的理论和模型多来源于对动植物的研

究，往往无法克服理论外推的“水土不服”，难以整

合生态系统地上与地下部分的耦联过程，无法建立

土壤生物物种分布与其功能属性之间的连接，使得

我们对土壤生物地理分布的认识尚缺乏系统性和

整体性。

2.2 土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土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系统的初级生产、植物多样性、养分循环、凋落物分

解、气候调节和污染物消纳等多重生态系统功能和

服务密切相关，因此土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

功能性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土壤生态学研究的热

点。在概念上，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可以定义为生态

系统同时提供多重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能

力[7-8]。在过去 20年里，研究人员围绕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开展了大量研

究，但是多从动植物多样性出发，很大程度上忽视

了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土壤生态

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室内模拟试验和生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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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均表明土壤生物多样性对土壤的多功能性和作

物生产力至关重要。例如，通过调控土壤生物群

落，研究人员发现土壤的生物多样性、丰度和相互

作用强度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呈现出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暗示地下土壤生物群落同样是维持生态系

统多功能性的关键[9-12]。与此同时，全球尺度上的

生态调查研究也发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驱动了陆

地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13]。

尽管宏观层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功能

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

物种具有同等的功能属性。微生物群落中的稀有

物种可以表现出与优势种不同的功能和环境响应

特征，常常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而为

群落提供广泛的功能冗余[14]。例如，通过培养自然

细菌群落，研究人员发现群落中优势种和稀有种所

发挥的生态功能存在本质差异，丰富物种主要影响

呼吸、代谢和细胞增殖等较为广泛的群落功能测

度，而稀有种所影响的功能测度则相对狭窄（如特

定底物的降解）[15]。此外，稀有种可能是土壤生物

群落中的关键类群，这类土壤生物在群落中往往表

现出较高的连接性，对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具有较强

的影响力[16]，是维持土壤生物多功能性的关键。例

如，研究人员在田间实验中发现，土壤中的稀有微

生物类群（如蓝藻细菌和菌根真菌）而非优势类群

（如变形菌和子囊菌）是土壤多功能性的主要驱动

因素[11,17]。

2.3 土壤生物与全球变化

全球变化引起的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的改变正

深刻影响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土壤生态系

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一直是全球变化生态学研究

的重点。一方面土壤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的承载者，在生态系统响应和适应全球变化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土壤生物群落作

为地球物质循环的中心环节，控制着土壤碳、氮和

磷等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参与土壤有机碳的

分解和固持、温室气体（如CO2、CH4、N2O等）的产生

和排放，以及地上植物的生长等，深度参与了全球

变化进程。例如，由于气候变暖引起土壤微生物活

性的增加，使得近几十年来全球尺度上的土壤异养

呼吸作用显著增强，致使土壤向大气的CO2输出显

著增加[18]，可能加剧全球变化。

土壤生物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大量的研究表

明全球变化因子，如大气CO2浓度的升高、氮沉降、

气候变暖、外来物种入侵、极端气候和土地利用方

式等的改变已成为土壤生物群落改变和多样性丧

失的主要驱动因子[19]。例如，在区域尺度上，研究

人员发现土壤节肢动物的多样性和生物量的降低

与景观水平的土地利用方式有关[20]；而在全球尺度

上，土壤真菌群落中病原菌的比例可能因为气候变

暖而显著增加[21]，从而有可能影响到全球的农业生

产。不同土壤生物类群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也可能

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土壤原生动物群落对农田施

氮的响应比土壤细菌和真菌群落更为敏感[22]。此

外，考虑到在自然条件下土壤生物群落必然同时受

到多种全球变化因子的影响，Rillig等通过在实验

中设置多个全球变化因子，发现多因子的联合作用

会加剧土壤生态过程和微生物群落的响应，表明仅

考虑单一全球变化因子可能低估了土壤生态系统

响应的强度，从而影响到对全球变化生态效应的准

确评估[23]。

2.4 土壤污染与土壤健康

土壤健康是指土壤维持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存

与健康的能力，其要义是土壤提供生态系统功能和

服务的可持续性[24-25]。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类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大量污染物，如重金属、

有机污染物和抗生素等被大量排放进入土壤中，超

过了土壤自身的消纳能力，影响到了土壤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威胁到土壤的健康和安全[26]。

土壤生物群落是维持土壤健康和活力的关键，一方

面土壤污染可以改变土壤生物群落的组成和结构

从而对土壤生态系统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土

壤生物群落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生长代谢和适应机

制参与土壤污染物的消纳和迁移转化，从而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修复污染土壤，维持土壤生态系统功能

和服务的稳定。例如，土壤重金属污染可以显著降

低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导致土壤生物群落相关功

能的丧失[27]；而某些土壤功能微生物，如菌根真菌

可以参与土壤-植物系统中重金属的迁移转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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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植物重金属毒害，可以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

发挥积极作用[28]。

虽然我们已经对某些特定土壤生物类群，如细

菌和真菌群落响应土壤污染的规律开展了大量研

究，但是却很少关注不同土壤生物类群之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忽视了土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因此还

难以从群落和生态系统水平探讨土壤污染的生态

效应。例如，土壤生物通过取食与被取食的关系构

成了土壤食物网，那么某一类土壤生物对污染物的

响应，是否可以通过食物网的级联效应影响其他土

壤生物类群？食物网中不同营养层级的响应对于

食物网总体的连通性和稳定性的影响有何异同？

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答。

3 土壤生态学研究前沿与热点

3.1 大尺度土壤微生物地理分布格局研究

近年来，大尺度的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地理分布

格局研究备受重视，全球尺度上土壤细菌和真菌[5]、

线虫[29]、蚯蚓[6]和原生动物[30]的生物地理学研究陆

续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在宏

观层面揭示了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全球分布格局，探

讨了土壤生物群落构建的机制及其潜在的功能特

征。例如，全球尺度土壤生物地理学研究发现，细

菌和蚯蚓的物种丰富度往往在中纬度地区达到峰

值[5-6]，而线虫则在高纬度地区的丰度最高[29]，表现

出与地上动植物分布相异的模式。进一步的群落

构建机制研究发现，在全球尺度上土壤微生物（细

菌和真菌）群落的构建主要受土壤 pH值和降水等

环境因素的影响[5]，而土壤动物（蚯蚓/原生生物）则

主要受到降水等气候要素的影响[6, 30]。未来这一研

究方向需要考虑更多不同的土壤生物类群，以及土

壤生物的不同功能属性，才能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

功能连接起来，进而更好地预测全球变化情形下土

壤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的演变规律。

3.2 土壤生物互作与土壤食物网

土壤生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物种间

的共生、竞争和捕食等作用构成复杂的相互作用网

络，共同参与土壤生态过程。例如，通过对微生物

群落的定向调控，研究人员发现微生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强度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10]。土壤生物之间还可以通过由捕食关系建立

起来的土壤食物网影响土壤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

能。最新的研究发现土壤原生动物在低温下对细

菌和真菌的捕食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

CO2的释放[31]；类似的，基于弃耕土地自然恢复过程

的研究发现，土壤食物网复杂度的升高伴随着土壤

养分循环和碳吸收效率的提高[32]。此外，土壤原生

动物还可以通过对植物根际细菌和真菌的捕食作

用广泛参与植物根际微生物群落的构建，从而影响

地上植物的生长和健康[33]。例如，Jiang等研究发

现，土壤原生动物和线虫可以通过食物网的捕食作

用影响土壤丛枝菌根真菌的群落组成和生物量从

而影响地上植物的生产力[34]。这些研究都强烈暗

示着土壤食物网在维持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

和功能中的关键作用，而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

3.3 土壤生物组与土壤健康

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普及和生物信息学的

快速发展，土壤生态学的研究迎来了井喷式的发

展，大量的研究表明土壤生物群落，包括土壤微生

物和土壤动物是维持土壤健康的关键[25, 35-36]。例

如，Wei等研究发现初始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

功能决定了植物是否可以抵抗土传病害，且这种微

生物群落介导的植物抗病功能可以通过土壤移植

来获得[37]。近年来土壤生物组与土壤健康的研究

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土壤生态学研究的前沿与热

点。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壤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

组成对土壤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可以较好地指示

土壤的健康状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土壤生物多样性与土壤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之间

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8]。更为重要的是，土壤生

物也可以为我所用，服务于人类社会需求。例如，

利用根际微生物组可以增强作物抗逆能力[39]，恢复

退化的生态系统。这种土壤生物群落-土壤功能

之间关系的建立为发展以土壤生物为核心的土壤

健康调控理论与技术体系提供了基础。

3.4 土壤新污染物

近年来，由于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和处置使得

28



科技导报2022，40（3） www.kjdb.org

大量抗生素进入土壤生态系统，对土壤微生物群落

造成了持续性的选择压力，致使抗生素抗性基因在

土壤中大量扩增和广泛传播，对土壤健康造成了严

重的威胁[40]。当前，土壤抗性基因已经被广泛认为

是一种土壤新污染物，其在土壤生态系统中的迁移

传播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通过在施用农家肥

的土壤中构建食物链模型，研究人员证实抗性基因

可以通过食物链的捕食关系进行传播，而土壤细菌

群落和可移动基因元件是抗性基因转移的主要驱

动因素[41]。在抗性基因随食物链传递的过程中，不

同生物类群对土壤抗性基因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在长期施肥的条件下，土壤线虫肠道中抗性基因的

水平要显著高于蚯蚓的，且由于蚯蚓肠道菌群中抗

性基因的减少，随着施肥年限的增加抗性基因的转

移效率逐渐降低[42]。此外，其他土壤污染也可能影

响抗性基因在土壤中的传播。例如，Hu等研究发

现，长期镍暴露显著增加了农田土壤中的抗性基因

多样性、丰度和水平迁移潜力[43]。综上所述，对抗

生素抗性基因在土壤中的传播过程与机制的深入

研究将为生物污染风险评估和治理提供重要科学

依据。

土传病原微生物也被认为是一种土壤新污染

物，如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尖孢镰刀菌

（Fusarium oxysporum）、烟草赤星病菌（Alternaria

alternata）和青枯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等可以

引起广泛的农作物病害，严重危害粮食安全和土壤

健康，因此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健康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可以通过微生物

竞争互作[44]、抗性物质的分泌[45]、食物网的捕食作

用[46]和占据根际生态位等来控制土传病害的传播

增强土壤免疫。研究人员发现某些噬菌体可以“专

性猎杀”土壤青枯菌，大幅度降低番茄青枯病的发

生率，展现出了强大的生防效果[47]。土壤中特定微

生物群落不仅自身具有病原菌抗性，还可以通过与

植物互作来增强植物的病原菌抗性，例如，Hou等
研究发现在正常和逆境条件下，根系菌群与植物之

间的互作均显著降低了植物叶片的发病率，增强了

植物的系统抗性[48]。这些研究都表明土壤微生物

群落具有强大的生防潜力，因此发掘和利用土壤生

防微生物资源，将有助于构建土传病害生防体系，

增强土壤免疫，从而抑制土传病害的爆发。

4 展望

过去 20年间，得益于基因组学技术的进步，土

壤生态学研究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更新了我们对

土壤生态系统的认识。然而，由于土壤生态系统的

复杂性，目前对土壤生态过程机理的认知仍较为粗

浅，且现有的理论多借鉴于宏观生态学研究，因此

亟待发展土壤生态学的自有理论体系，提升研究水

平和深度。首先，为解构土壤微生物组的复杂性，

土壤生态学的研究应更多地拥抱新技术新方法，并

从宏基因组学（metagenomics）向宏表型组学（meta⁃
phenomics）发展，探索微生物组的原位生态功能，

跨越当前基于基因组和宏基因组的功能预测研究。

其次，考虑到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的耦合及其环境

和尺度依赖性，野外定位实验配合大尺度的监测和

联网研究势在必行，并应在此过程中加强不同学科

间的交叉融合，拓展土壤生态学研究的尺度。最

后，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土壤生态学与其他生

态环境与资源学科一样，面临着应对全球变化与环

境污染，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等一系列重大挑战，

如何利用土壤生态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发展土壤生

态调控技术，发掘和利用土壤生物资源，修复退化

土壤，维持土壤健康，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

发展国家战略，已成为当前土壤生态学研究的重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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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rontiers in soil ecology

AbstractAbstract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soil ecology focuses on bio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soil organism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of soil organisms with the environment. Here we summarize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contents in soil
ecology, introduce concurrent hot topics and research progress, and discuss research prospects. The research of soil ecology may
help recogni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oil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o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s, restore degraded ecosystems, and develop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KeywordsKeywords soil ecosystem; soil biota; ecological function; biodiversity; environmental ch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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